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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當社會科學研究者依理論或經驗，將調查訪問資料的拒答或不知道

等答案歸到既有的回答類別中，以減少資料流失造成的估計偏誤時，這

些插補方式的適當性通常缺乏進一步的檢證或統計模型予以支持，因此

本研究以葛特曼量表中之「拒答」為例，比較不同的插補方式，包括簡

易插補、多重插補以及最鄰近插補法，並考慮不同拒答率的條件下，調

查資料品質的改善程度有無差異。本文對大型學術調查資料中，四道態

度題目的「拒答」進行插補，將其中符合葛特曼量表的資料視為「黃金

標準」，探討各類插補法的正確率表現。

研究結果發現，簡易插補法的正確率可以公式推導而得，且以實證

資料為例，各類簡易插補法的正確率皆約三成左右。各種插補法的正確

率表現，以最鄰近插補法最佳，其次為多重插補法的模式一。然而若考

量效率，當研究者受限於沒有太多的共變項或有預測力較強的輔助變項

來進行插補，而且資料符合葛特曼量表之特性時，簡易插補法的表現未

必較複雜的插補法遜色。

關鍵詞：簡易插補、多重插補、最鄰近插補、葛特曼量表、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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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common practice to treat refusals as a missing value and exclude 

them from data analysis. To avoid biased results obtained from complete 

cases, imputation and reclassification of refusals into other response categories 

are frequently used.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methods, however, remain unclea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mpare results 

among different imputation methods using refusals in a Guttman-type scale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mula for estimating accura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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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imputation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observed frequency of the response 

patterns that correspond to Guttman-scale types. In addition, refusal rates did 

not have much impact on the accuracy of simple imputation due to the fixed 

refusal patterns simulated from the gold standard.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arest-neighbor method achieves the highest accuracy among the imputation 

methods examined. Discussions on the imputation results and imput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ovided.

Keywords:  Simple imputation, multiple imputations, nearest neighbor 

imputation, Guttman scale, refu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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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調查資料中的「拒答」常見於收入、性態度等敏感議題，容易因

受訪者的回答意願降低而產生（杜素豪 2004; Bishop and Fisher 1995; 

Couper, Singer and Tourangeau 2003; Kupek 1998; Bailey 1994; Shoemaker, 

Eichholz and Skewes 2002）。將「拒答」與其他類型的項目無反應

（item nonresponse）全部視為遺漏值而捨棄，是最常見的處理方式，但

前提是這些「無反應」必須是隨機發生（Sherman 2000），否則會導致

訊息流失而使分析結果有所偏差（鄭中平、翁儷禎 2003）；若考慮資

料的完整性，可透過不同的插補法來取代無反應或遺漏值（陳信木、林

佳瑩 1997）。各類插補方法多利用輔助變項（auxiliary variables）進行

統計演算來獲取遺漏資料的替代數值（許玉雪、林建宏 2008; Kromrey 

and Hines 1994），其中又以多重插補法（multiple imputation）最受矚目

（Little and Rubin 1989）。另方面亦有研究依據理論意涵，將無反應分

別以各題目之「正向回答」、「負向回答」、「多數回答」、「少數回

答」等來進行分析（見伊慶春、蘇碩斌 1995; Yamaguchi 2000），不過

此種以實質回答的數值來取代無反應的簡易插補法，多由研究者以經驗

法則來判斷，鮮有採用統計模型予以檢證者。

過去對項目無反應的討論鮮少處理「拒答」（伊慶春、蘇碩斌 

1995；劉義周 1985; Converse 1976; Coombs and Coombs 1976; Schuman 

and Presser 1980; Feick 1989），本研究企圖以一組符合葛特曼量表

（Guttman Scale）型式之問卷資料，透過「正確率」來比較不同的插補

方法之推估結果與適用時機，以供研究者對拒答資料進行插補之參考，

此處「正確率」為計算所有拒答資料能夠插補為原本答案的「正確比

例」；同時，我們亦討論當拒答比例提高時，不同插補法之推估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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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異，抑或仍可獲致相似之結論。以下內容分別介紹葛特曼量表模

型、多重插補法與最鄰近插補法之主要概念，接著說明所使用之資料與

分析方法，計算正確率並比較插補後之結果，最後呈現結論與相關討

論。

二、葛特曼量表模型（Guttman Scaling Model）

葛特曼量表的分析是將一組依循著困難度所排列的題目，根據受

訪者的作答結果來找出其潛藏能力或特質的方法，通常潛藏能力或特

質假定為單一向度（unidimensionality）（Feick 1989）。葛特曼量表具

備有當受訪者同意某一個不容易被接受（或較困難）的陳述時，必然也

同意其他較容易被接受的陳述之累加性質。此種量表的設計可確保對

一個以二元計分的量表分數而言，僅有一種獨特的回答類型（response 

pattern）（Bailey 1994: 353-354），除了特定的組合外，具有相同量表

分數的其他回答組合則被視為錯誤回答。另外，此種獨特類型的論點

亦隱含了群體同質性的假定（Clogg and Sawyer 1981），如果有過多的

「錯誤」或非預期的類型出現時，則該量表會被視為不合適的量表。

檢定葛特曼量表適合度的常用指標包含了再生係數（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 CR）與量表係數（coefficient of scalability, CS）。再生

係數的概念是用來衡量研究者能將受試者定位正確的程度（Guttman 

1950），可以檢測問題是否符合葛特曼決定模式的特性。在一般原則

下，CR值應該至少要達到0.9，方可視為符合葛特曼量表。然而Menzel

（1953）質疑再生係數檢測量表結構的正確性，並提出了量表係數的概

念來取代，量表係數意指量表整體可能改善的比率，一般認為CS的數值

需至少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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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應用此一累加式量表來檢測態度或行為已行之有年，

除了用來探討親密行為外（李美枝 1983; Hampe and Ruppel 1974; Liao 

and Tu 2006; Reiss 1964），亦用以研究官僚體系（Bailey 1994）、社會

網絡（Cross, Borgatti and Parker 2001; Friedkin 1990）、公民容忍度或政

治容忍度（伊慶春、蘇碩斌 1995；黃秀端 2008）與社會距離（王衛東 

2009；伊慶春、章英華 2006）。類似的量表設計也常見於檢視政治參與

行為（Clogg and Sawyer 1981; McCutcheon 1987）或消費議題之訴願行

為（Feick 1987）等等。

然而，對於傳統上運用葛特曼量表模型來檢測題目與量表的建構，

學者們提出許多質疑，因為此一量表模型的設定標準涵蓋了數個不必

然互斥，或具有連帶關係的限制（Clogg and Sawyer 1981; McCutcheon 

1987）。當代測驗理論提出以項目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的模型來取代葛特曼量表，但由於葛特曼量表是完美量表模式（perfect 

scale model）的階段式函數（step functions），其隨機性（stochastic）比

IRT模型要低，亦即對插補的確定性（deterministic）較高；因此以本研

究企圖對拒答資料進行插補的目的而言，為提供較穩定不易變動的解決

方案，同時考量IRT模型的複雜度不易被一般使用簡易插補的研究者所

應用，我們以葛特曼量表模型進行探討。

三、插補方法

（一）遺漏機制與簡易插補

資料的遺漏機制（missing mechanisms）包含三種情況（Little and 

Rubin 1989; Sinharay, Stern and Russel 2001），若遺漏資料為完全隨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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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則視為「完全隨機遺漏」（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MCAR），

即遺漏資料產生的機率與所研究之個體具備的可觀察及無法觀察的特質

無關。若遺漏資料的產生與其他被觀察的變項數值有關，但是與觀察的

變項本身無關時，則屬於「隨機遺漏」（missing at random, MAR）。若

某變項遺漏資料的發生機率視隨著該變項的數值而定，則為「非隨機遺

漏」（missing not at random, MNAR）。研究者可依據資料的遺漏機制

來考量是否插補遺漏資料，當資料屬於「完全隨機遺漏」時，除了訊息

減少外，資料結構並未被破壞而無插補之必要；而「非隨機遺漏」基本

上並無法透過插補的方式來處理，因此本文的探討僅限於「隨機遺漏」

的情況。

插補為處理遺漏資料的策略之一，而各類插補方法的共同目的為尋

找一個數值來取代遺漏資料以保存資料的完整性。前述將遺漏值之外的

無作答反應與各題目的不同答案合併（見Yamaguchi 2000；伊慶春、蘇

碩斌 1995），或者以特定數值來取代的方式（楊靜利、曾毅 2000；關

秉寅、李敦義 2008），均屬於簡易插補法，在遺漏值比例甚低或資訊不

足的條件下，常被社會科學研究者所使用。然而簡易插補法並未考慮樣

本中觀察值在其他變項間的相關，容易造成變異量被低估，且鮮少以統

計模型予以檢證，因此在實證研究中已較少見。有鑑於其操作上之便利

性，本研究藉由葛特曼量表觀點的角度切入，以插補後的「正確率」作

為衡量指標，藉以評估插補法的表現。然而，研究者在考量遺漏資料與

其他可觀察變項間之關係時，也可採用其他的插補方法，因此我們也嘗

試以多重插補法與最鄰近插補法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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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插補法（Multiple Imputations）

Rubin（1976）提出插補是為了資料的完整性，針對遺漏的部分

填補合理的數值，以求盡可能減少偏誤。其中，將每筆遺漏的資料填

補一個合理的數值稱為「單一插補」（single imputation）；而將每筆

遺漏的資料填補多個合理數值的方法則稱為「多重插補」（multiple 

imputations）（Rubin 1987）。多重插補法利用蒙地卡羅法（Monte 

Carlo method）的概念，將遺漏的資料填補m個數值，連同原有的其他變

項與數值產生m個資料檔，以此進行分析，插補後的參數估計值為m個

資料檔所得之平均值。Rubin（1987）指出當插補次數達到10次之後，

再增加插補次數其相對效率並不會提升太多，因此m通常必須大於3，但

是不需要超過10。

當真實的資料未能符合統計上所預設的假設或其分配未知時，

通常可以透過貝氏方法（Bayesian approach）整合先驗分配（prior 

distribution）或先驗機率（prior probability）來分析資料。多重插補亦可

利用此概念來進行資料插補。此方法在理論上雖然可行，但實務上要找

出未知參數θ的後驗分配卻十分困難，或是不易進行模擬。隨著較簡易

的馬可夫鏈—蒙地卡羅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的理論

發展，MCMC成為最常用的多重插補策略之一。MCMC策略為Tanner及

Wong（1987）所提出的資料擴增法（data augmentation），將收斂到穩

定分配（stationary distribution）的兩階段插補步驟執行m次之後，即可

完成資料插補。

由於多重插補法的持續修正與資料分析速率的增進，近來已可見到

不少的社會學研究利用多重插補法來處理資料中的遺漏值（吳明燁、

周玉慧 2009；蔡明璋 2004; Cubbins and Klepinger 2007; Frederic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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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er 2008; Freeman and Wolf, 1995; Sharkey 2006），其所運用之策略

則依研究目的而有所差異。

（三）最鄰近插補法（Nearest Neighbor Method）

Fix及Hodges（1951）提出的「最鄰近法則（nearest neighbor 

rule）」原理如下：給定一組包含n個樣本（x1,θ1），（x2,θ2），⋯⋯，

（xn,θn）的集合，其中 xi 為第 i 筆資料的觀察值，θi 為第 i 筆資料所屬

類別；若有另一筆資料（x,θ），其中 x 是可觀察的，我們可利用 n 筆已

知訊息的資料將 x 歸類。

由於資料歸類時，涉及兩筆資料距離（distance）的遠近，或是相異

度（dissimilarity）的大小，Kaufman及Rousseeuw（1990）提出一種適用

於混合不同測量尺度資料的相異度定義；假定每一個觀察值由多個不同

類型的變項所構成時，兩個觀察值之間的相異度定義為：

（2）

其中 d（i,j）表示第 i 筆觀察值與第 j 筆觀察值之間的相異度，其

範圍介於0到1之間。d     的意義為在第 f 個變項之中，第 i 筆觀察值與

第 j 筆觀察值間的相異度， f =1,2,...,p。依據變項類型的不同，d     的計

算方式包含三類：（1）變項 f 屬於二元（binary）或名目（nominal）

資料；（2）變項 f 屬於區間（interval）資料；及（3）變項 f 屬於順序

（ordinal）或比率（ratio）資料。利用其定義即可計算出資料由不同類

型變項所組成時，兩筆資料的相異度。最鄰近插補法屬於熱卡插補法

（Hot deck imputation）的一種，其應用多見於經濟學與心理學，在社會

(f)
ij

(f)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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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則相對少見，且以人口學為主（如Nagel 2010，亦參見陳信木、林佳

瑩 1997）。藉此研究也可將其應用於社會科學研究中不同議題對遺漏資

料的處理，具體作法將於後續分析結果中詳細說明。

四、研究設計與資料說明

資料來源為「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的問卷二

（章英華、傅仰止 2003）。該份問卷的主要議題為身體意識、性態度與

性行為、及婦女參政，同時蒐集了受訪者個人與家戶資料。訪問地區的

選取是依都市化分層的標準先選定臺灣地區的鄉鎮，再隨機抽取村里，

最後隨機抽取18歲以上的民眾，進行面對面訪問。由於有關性態度及性

行為的題目因較為敏感，因此以自填問卷的方式進行。最後回收1,983份

有效問卷，其中對於這份自填問卷中某些題目表示不願意回答的反應，

則被記錄為對該題「拒答」。1

本研究利用自填問卷中符合葛特曼量表形式的一組包含四個題目的

題組，詢問未婚男女可不可以和偶然認識的人進行牽手、接吻、愛撫、

發生性關係（性交）等行為，或稱為「親密行為容許度量表」。回答的

選項包含：（1）絕對不可以、（2）不可以、（3）看情況、及（4）可

以。我們將選項的（3）及（4）合併為「容許」，編碼為1；將（1）及

（2）合併為「不容許」，編碼為2。依照葛特曼量表的條件，四個題目

由接受程度容易到困難依序為牽手（H）、接吻（K）、愛撫（C）與性

1 若受訪者於此份自填問卷中，在部分題目註明不知道，則歸類為「不知道」；若

整份自填問卷均未回答或訪員作假，則歸類為「遺漏」。不識字的受訪者則由訪員

訪問後，同樣將問卷密封交回。詳細之訪問過程與資料過錄方式參見章英華及傅仰

止（2003）。



154　臺灣社會學刊

交（S），與原始題目順序相同；「拒答」編碼為8，比例的分布為4.8%

到6.1%。2 以四題（H, K, C, S）的順序來看，符合葛特曼量表的回答類

型為（1,1,1,1）、（1,1,1,2）、（1,1,2,2）、（1,2,2,2）與（2,2,2,2）等

五類，扣除「不知道」與遺漏值後之資料為1,942筆，其中含拒答的資料

共121筆，不含拒答的完整資料（complete data）則為1,821筆，而1,821

筆資料中則有1,785筆符合葛特曼量表模式，表1列出各反應類型的分

配。

表1　不含「拒答」之反應類型分配

量表類型 比例(n = 1821)

1 (1, 1, 1, 1) .2191
2 (1, 1, 1, 2) .0769
3 (1, 1, 2, 2) .1625
4 (1, 2, 2, 2) .2658
5 (2, 2, 2, 2) .2559
錯誤回答 .0198

再生係數（CR） 0.9933
量表係數（CS） 0.9788

由表1可以看出五種回答類型中，（1,1,1,2）者最少，約占7.7%；

回答為（1,2,2,2）與（2,2,2,2）者最多，均占25%以上；錯誤回答的比

例相當少，不到2%。同時，量表指標之再生係數值為0.9933，量表係數

值為0.9788，表示此組資料並沒有違反葛特曼量表的累加性假設。此外

在包含拒答的12種回答類型中（表2），以（8,8,8,8）者最多，比例約為

2 這四題的拒答比例與其他敏感問題相當；而整體來說，自填問卷的拒答比例遠高

於面訪問卷的部分，後者均在0.5％以下；不知道的比例亦以前者為高，面訪部分多

在0.2％以下，且並未隨著題目順序愈後面而愈高（章英華、傅仰止 2003），據此可

推論自填問卷的議題確實較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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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含拒答資料的74%；其次為（1,8,8,8），其比例不到13%；其餘拒

答型式的比例都非常少。

表2　拒答型式與其可能的回答類型

拒答型式

回答類型
觀察個數

(1,1,1,1) (1,1,1,2) (1,1,2,2) (1,2,2,2) (2,2,2,2)

(1,1,8,8) * * * 0 0   1
(8,8,8,8) * * * * * 90
(1,8,8,8) * * * * 0 15
(8,8,1,8) * * 0 0 0   1
(2,8,8,8) 0 0 0 0 *   3
(1,1,8,2) 0 * * 0 0   3
(1,8,2,2) 0 0 * * 0   1
(1,8,8,2) 0 * * * 0   1
(8,8,8,2) 0 * * * *   2
(8,2,2,2) 0 0 0 * *   1
(1,2,8,8) 0 0 0 * 0   1
(2,2,8,8) 0 0 0 0 *   2

用以進行多重插補與最鄰近插補的輔助變項包含年齡、性別、婚姻

狀況、教育年數、與平均月收入；其中年齡與教育年數為連續變項，性

別的類別為（1）男性、（2）女性；婚姻狀況包含（1）單身且從未結

婚、（2）已婚、（3）離婚、與（4）其他。平均月收入在原始資料中多

達23類，因此取組中點並視為連續變項來進行後續分析。資料顯示，受

訪者的平均年齡為43.7歲，男女比例相近；婚姻狀況以已婚有偶者最多

（63.4%），其次為單身且從未結婚者（25.6%）；平均教育年數為10.4

年；平均月收入則以無收入最多（31.5%），其次為二萬－三萬元以下

（15.4%）。

針對插補方式的評比，本文採用「正確率」作為評估指標，也就是

插補成原本答案的比例。假設原始母體類型符合完美葛特曼量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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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理論上並無遺漏資料，不過由於問卷題目較為敏感而造成受訪者拒

答；但受訪者內心仍可能有實質答案，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盡可能找出

拒答型式背後的原始反應類型。由於母體分配通常是未知的，因此我們

以符合完美葛特曼量表類型的資料來作為探討的依據。首先將符合葛特

曼量表的1,785筆資料視為「黃金標準」，從中產生出不同比例的拒答反

應。為了盡可能符合原始資料的實際情況，拒答的製造是按照資料在各

類型的原始分配比例來進行，並且僅由可能產出該拒答型式的反應中來

產生，以反映實際資料之結構。有關原始資料產生的拒答型式及其分配

情況列於表2，其中最左一欄表示資料中的所有拒答型式，最右一欄則

為原始資料中各拒答型式的觀察個數，第一列表示符合葛特曼量表特性

的五種回答類型。「*」表示其左邊所對應的拒答型式有可能由上方對

應的回答類型所產生，「0」則表示不可能由上方對應的回答類型來產

生該拒答型式。舉例來說，原始資料中，拒答型式（1,1,8,8）所占比例

為0.8%（=1/121），因此無論製造出來的拒答反應類型個數為何，拒答

型式（1,1,8,8）的比例仍維持0.8%。再者（1,1,8,8）只可能來自於原始

分配類型（1,1,1,1）、（1,1,1,2）或（1,1,2,2），因此相對應的位置以

「*」表示；相反的，原始分配類型（1,2,2,2）或（2,2,2,2）不可能產生

（1,1,8,8）之拒答反應類型，因此以「0」表示。

此外，為瞭解不同拒答比例對於插補正確率的影響，我們分別就拒

答率為5%、10%、15%、20%、25%及30%等情況來產生拒答個數，先

按照原始分配類型個數比例將拒答的資料分別從五種反應類型中依序隨

機選出對應的資料筆數，再按照可能產生的觀察拒答型式，依其個數比

例產生拒答型式。如此從原本已知答案的資料製造拒答，再進行插補，

即可知插補的正確率。在此特別要求四題答案必須完全正確才算插補正

確，例如原本是（1,1,2,2）的回答類型若被製造成包含「拒答」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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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在進行插補後，一定要插補成（1,1,2,2）才算正確；若是其中一

題答案插補錯誤則不算插補正確。

後續分析均採用相同方式製造拒答資料，由於簡易插補法並未涉及

到其他變項，因此其插補正確率可以藉由公式來呈現；至於多重插補法

及最鄰近法則，則藉由模擬的方式來呈現結果。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既

已認定資料符合了葛特曼量表的假設，插補的方式亦需滿足累加性質，

即當同意某一個不容易被接受（或較困難）的陳述時，必然也會同意其

他較容易被接受的陳述之要求，否則就產生了葛特曼錯誤。因此無論何

種方法，在插補的過程中均須秉持此一原則來進行。

五、各類插補法之分析結果

（一）簡易插補法之結果

參考過去研究的作法，我們將拒答分別以「容許」、「不容許」、

「多數回答」及「少數回答」來進行插補。「多數回答」及「少數回

答」的反應是逐題加以定義的，指的是根據所有受訪者的作答反應，逐

一觀察每一道題目的最多數或最少數之反應值，組合而成簡易插補法在

實務上容易進行，而插補正確率理論上也可透過數學公式的推導而得，

藉以評估前述四種簡易插補法的優劣。但是在實際應用時，若量表題目

過多會導致公式冗長不易看出內涵，因此本文先從簡易的兩題目型式來

說明正確率推導方式，再就實際資料四個題目之情況加以說明。

1. 兩題目正確率的計算與推導
假設題目只有兩題，則符合葛特曼量表之回答類型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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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及（2,2），所有可能的拒答型式則包含（8,8）、（1,8）、

（2,8）、（8,1）及（8,2）。令N(1,1)、N (1,2)、N (2,2) 分別表示回答

（1,1）、（1,2）、（2,2）的個數，N = N(1,1) + N(1,2) + N(2,2)。n(a,b) 表示

拒答型式為（a,b）的個數，a, b = 1, 2, 8 且 a, b 至少一個為 8。令拒答率

為 r；又令 T(1,1)、T(1,2)、T(2,2) 分別表示可以插補成（1,1）、（1,2）、

（2,2）的拒答型式之總數，例如 T(1,1)  = n(8,8) + n(1,8) + n(8,1)。根據葛特

曼量表的特性，拒答型式中的（8,1）及（2,8）所對應的回答類型是唯

一確定的，分別為（1,1）及（2,2），因此從（1,1）中產生（8,1）的類

型個數為                ，從（2 ,2）中產生（2 ,8）的類型個數為

                         ，故經由插補後必定正確的個數為 

                  此為插補正確個數的下界值。

有關四類簡易插補法的正確率總結如下：

（方式1）將拒答以「容許」插補，即以1取代所有的8時，正確率

為：

（3）

其中                                              ，因分子分母相同可約分化簡。

將拒答以「容許」插補後，會發現原本回答為（1,1）的部分全部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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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確，所以正確個數為拒答率乘以回答為（1,1）的個數，即

。而回答為（1,2）的部分，將拒答型式為（8,2）中的8以1取代，則為

插補正確，因此正確個數為                     。最後回答為（2,2）的部

分，僅有葛特曼量表條件下必然正確的插補個數為                             。將

上述總個數相加，再除以拒答率乘以總個數 rN，即可求出（3）式中之

以容許插補的正確率。由於其餘三類插補方式正確率的公式推導可以此

類推，故不再贅述，僅列出其計算公式。

（方式2）將拒答以「不容許」插補，即以2取代所有的8，正確率

為：

（4）

其中                                           。

（方式3）將拒答以「多數回答」插補，若兩題的多數回答依序為

1、2，3 以其插補拒答對應位置，插補的正確率為：

3 多數回答共有四種可能的情況，然當多數回答依序為2、1時，則計算出的葛特曼

量表指標很可能不滿足要求，故不予考慮；又若多數回答為1、1或2、2，則分別與

容許、不容許插補結果相同。同樣地，少數回答亦有四種可能的組合，其插補結果

可參照多數回答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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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中                                            。

（方式4）將拒答以「少數回答」插補，若兩題的少數回答依序為

2、1，以其插補拒答對應位置，插補的正確率為：

（6）

從上面四種正確率計算公式，可以得知簡易插補法的插補正確率與

拒答率無關，主因在於分析資料中拒答的產生是按照資料原有的拒答

結構等量放大所致。然而就一般原則而言，當拒答型式（1,8）出現，

以（1,1）或（2,1）逐題插補得到的「正確」個數中皆有插補成原為

（1,1）的個數；以（1,2）或（2,2）逐題插補得到的「正確」個數中亦

包含插補成原為（1,2）的個數，其餘拒答型式可依此類推；因此四種插

補方式插補後「正確」的個數，彼此間並不互斥，所以在一般情況下，

（3）式至（6）式正確率總和不會等於1。然而，如果某些符合葛特曼

量表之回答類型與拒答型式並未出現，則公式（3）到（6）便需要做一

些調整。

我們可以利用前述公式，根據拒答型式的分布與其他外在條件（例

如社會風氣），來決定哪一種簡易插補法較為恰當。舉例而言，假定拒

答部分以兩問題都拒答的型式為最多，亦即（8,8）個數很多而其他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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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很少。為了方便說明並比較四種簡易插補法的優劣，我們將 n(8,8) 以

外的 n(a,b) 值以0代入公式（3）至（6）中，即可得出正確率之近似值，

其值分別為 N(1,1)／N、N(2,2)／N、N(1,2)／N 及0。因此假設在比較開放的

社會，可推測對於親密行為容許度回答（1,1）的個數會最多，即 N(1,1) 

最大，則此時以容許插補會使正確率最高；若是比較保守的社會，回答

（2,2）的個數應該最多，即 N(2,2) 最大，此時以不容許插補會使正確率

最高；若是在一般社會中，則以多數回答插補會使正確率最高。以下則

根據實證研究中所呈現之拒答形式的資料，且問卷項目為四題的情況來

進行討論。利用1,785筆符合葛特曼量表模式的資料作為「黃金標準」，

依據原始資料的反應類型與拒答型式的出現情況，製造出內含拒答反應

的資料，同時推導出簡易插補法的插補正確率，並透過正確率值的比較

來評估簡易插補法的優劣。

2. 實證資料正確率計算與推導
首先以四種簡易插補法分別插補拒答反應，並計算不同插補方式插

補後的正確率。由於從實證資料中可觀察到四個題目的多數回答和少數

回答依序分別為1，2，2，2與2，1，1，1（見表1），因此如果以「容

許」、「不容許」、「多數回答」、及「少數回答」分別逐題插補拒

答，即為以（1,1,1,1）、（2,2,2,2）、（1,2,2,2）、及（2,1,1,1）分別進

行。如果所觀察到資料的「多數回答」並非1、2、2、2時，則插補的

「多數回答」以及「少數回答」的方式將隨之變動。另外需注意的是，

若拒答型式只可能由原始母體中某一特定反應類型產生，則該拒答型式

必然只能以其對應的原始母體類型來進行插補。

令 N(i,j,k,l) 表示回答 (i,j,k,l) 的個數，其中 (i,j,k,l) =（1,1,1,1）、

（1,1,1,2）、（1,1,2,2）、（1,2,2,2）及（2,2,2,2），N = N(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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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1,2) + N(1,1,2,2) + N(1,2,2,2) + N(2,2,2,2)。n(a,b,c,d) 表示拒答型式為 (a,b,c,d) 的

個數，a,b,c,d = 1, 2, 8且 a, b, c, d 至少有一個為8。又令 T(i,j,k,l) 表示可插

補成 (i,j,k,l) 的拒答型式之總數，例如 T(1,1,1,1) =                     ，其他拒答

型式依此類推，並令拒答率為 r。在本研究所分析的實證資料中，依據葛

特曼量表的特性有確定插補方式的拒答型式包括（1,2,8,8）、（2,2,8,8）

及（2,8,8,8），因此插補後必定正確的個數為

                             。將資料中的實際數值代入可求得插補後的正確個數至

少為28.1359r；換言之，無論用何種方式處理拒答，簡易插補法至少可

得到1.58%（即28.1359r／1785r）的正確率。

除此之外，其他的拒答型式同樣分別以四種簡易插補法進行，在含

括前述必定插補正確的個數的前提下，各方法的插補正確率敘述如下：

（方式1）將拒答以「容許」插補，正確率為：

（7）

其中，                                                   ，因為分子分母相同而可約

分。

將拒答以「容許」插補後，會發現原本回答為（1,1,1,1）的部分全

部插補正確，所以正確個數為拒答比例乘以回答為（1,1,1,1）的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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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而回答為（1,1,1,2）的部分，將拒答型式為（1,1,8,2）、

（1,8,8,2）、及（8,8,8,2）等三種形式當中的8以1取代，則為插補正確，

因此正確個數為                                                     。至於回答為（1,1,2,2）

的部分，若拒答型式為（1,8,2,2）中的 8以1取代後為插補正確，故正確

個數為                                  ；而回答為（1,2,2,2）的部分，將拒答型式為

（8,2,2,2）中的8以1取代後也為插補正確，再加上葛特曼量表條件下必

然正確的插補個數，可得正確個數為                                             。最後，

在回答為（2,2,2,2）的拒答形式當中，只有葛特曼量表條件下必然正確

的插補個數                                             。將上述總個數相加，再除以拒答

比例乘以總個數 r*N 即可求出以「容許」進行插補之正確率。由於其餘

三類插補方式正確率的公式推導可以仿照前述說明，因此僅列出公式如

下：

（方式2）將拒答以「不容許」插補，正確率為：

其中                                                                。

（方式3）將拒答以「多數回答」（1,2,2,2）插補，正確率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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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中                                                             。

（方式4）將拒答以「少數回答」（2,1,1,1）插補，正確率為：4

將實證資料的數據代入公式後，結果如表3所示，可得知以「不容

許」以及「多數回答」插補會有比較高的正確率，約31.07%；若用「少

數回答」來插補，正確率只有5.56%，主要原因為黃金標準中並沒有

（2,1,1,1）的回答反應，且拒答型式以（8,8,8,8）占多數所致。

表3　簡易插補法之正確率

插補方式 容許 不容許 多數 少數

正確率 0.2473 0.3107 0.2901 0.0555

從上面（7）式至（10）式的公式，可以發現分子與分母都含有拒

答率 r 而可消去，因此在本研究所考慮的資料結構下，簡易插補法的

插補正確率與拒答率無關。此外，當拒答型式以（8,8,8,8）為主時，插

補正確率的高低仍與社會保守或開放的程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存

4 計算公式中，由於（8,8,1,8）在符合葛特曼量表條件下已插補成（1,1,1,8），因此

須從（1,1,1,1）製造出此拒答型式，當以少數回答插補時，會插補成（1,1,1,1），而

使得插補正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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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本研究所分析的調查資料而言，由於拒答部分以四題都拒答的

（8,8,8,8）較多，因此插補的近似正確率為 N(i,j,k,l )／N，其中（i,j,k,l）

為符合葛特曼量表的五種可能回答。這種情況下，便可根據社會保守或

開放程度來決定插補方式，例如較開放的社會以（1,1,1,1）插補對應位

置最好；較保守社會則以（2,2,2,2）插補對應位置最好。

同時，為瞭解簡易插補後的資料是否仍符合葛特曼量表的特性，我

們計算了不同拒答率的情況下，四種插補方法所對應的適合度指標CR

與CS值。由於這兩個數值與插補後不符合特定回答類型的錯誤個數有

關，因此拒答率高低會影響二指標的數值大小。然而如前所述，除了以

少數回答來插補的方式因出現較多不符合葛特曼量表類型，而使得CR

與CS的值在拒答率達20%或以上時，CR值會小於0.9，但CS仍高於0.6；

其他三種簡易插補法即便是拒答率高達50%的情況下，CR與CS的數值

仍然高於0.94，僅比未考慮拒答時的CR與CS值稍差（參見表1），由此

可知簡易插補法可在不損及量表適合度的情況下，仍保有葛特曼量表的

特性。

（二）多重插補法之結果

進行多重插補之前，仍以前述方式由1,785筆「黃金標準」資料中製

造出拒答反應，並且考慮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及平均月

收入等變項。由於在製造拒答時，會因為抽出的人口變項不同而影響結

果，因此總共進行500次模擬，計算其平均數及標準差。在多重插補法

中總共考慮了四種插補模式，其中模式一為利用五個人口變項先行插補

第一個問題H，再利用五個人口變項以及插補後H的資料來插第二個問

題K，以此類推。此外，葛特曼量表對問題難易度的限定特性亦在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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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補法的過程中予以考量；亦即本研究使用的多重插補法在某些情況下

是有限制的，並不完全仰賴機率。在實證分析的1,785筆資料中，人口變

數均無遺漏值，因此並沒有利用MCMC進行資料插補。基於本研究欲插

補的變項是屬於二元變項，我們根據Buuren與Oudshoorn（2000）的建

議，採用邏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並利用統計軟體R來進

行拒答資料的插補。

由於欲插補的變項共有四個，而每筆資料插補三次（m = 3），最後

將插補後的所有資料整併，共得144,585筆（即1,785*34）完整資料，藉

以比較插補的成效，並計算正確率。表4為不同拒答比例下的平均正確

率，可以看出在不同拒答率之下，行多重插補法的正確率差異很小，大

約在32.5%到32.9%之間。以此筆資料來說，多重插補法的正確率比簡易

插補法中正確率最高者多出約1%。標準差方面，拒答率為5%時標準差

較大（0.0201），其他均不超過0.015。此外，由表6亦可看出標準差隨

著拒答率上升有略為下降的趨勢，可能的原因是，拒答率比較低的時候

拒答個數比較少；但是插補正確的個數，也就是正確率分子的變化對於

正確率的影響較大，而使得正確率的變異較大。隨著拒答率上升，拒答

個數亦增加，正確率分子的變化對於正確率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使得正

確率的變異較小。

表4　多重插補法（模式一）之正確率

拒答比例 5% 10% 15% 20% 25% 30%
平均正確率 0.3255 0.3289 0.3260 0.3250 0.3253 0.3257
標準差 0.0201 0.0141 0.0114 0.0096 0.0086 0.0062

除了前述的第一種多重插補法之外，我們亦嘗試了其他三種模式，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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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 利用人口變項來插補H後，使用具完整資料的H插補K，再

用K插補C；再以C插補S。

模式三： 利用人口變項來插補H後，以H插補K，接著同時以H與K

插補C；最後同時以H、K、C插補S。

模式四：只利用五個人口變項分別插補H、K、C、S。

以上四種模式皆是利用自變項的完整資訊來對缺失資料進行插補，

此時插補的次數是要能夠充分反映出這種不確定性，所以不會增加偏

誤，反而應能更有效地反應與捕捉這種缺失資訊的不確定性。表5列出

四種模式的多重插補結果，其中模式一的正確率最高，可達到32%以

上；其他模式相對降低了1%到2%左右，因此若以正確率的觀點來看，

模式一的表現較佳。然而，其他模式的正確率僅以些微差距落後，其中

又以第二種模式使用的變項個數最少，耗費時間也較少，因此若考慮效

率問題，模式二不失為另一種選擇。此外，在不同拒答率的條件下，正

確率的變化不大，推測原因與拒答型式有關，因為（8,8,8,8）占了大多

數，要完全插補正確並不容易。至於量表適合度指標CR與CS的數值，

由於多重插補法的四種模式均以H為第一個進行插補的題目，故後續不

會出現錯誤類型，而使得CR與CS均為1。

表5　不同模式之多重插補法之平均正確率比較

拒答比例 5% 10% 15% 20% 25% 30%

模式一 0.3255 0.3289 0.3260 0.3250 0.3253 0.3257
模式二 0.3020 0.3086 0.3031 0.2988 0.3024 0.3134
模式三 0.2934 0.3042 0.3015 0.2983 0.2998 0.3029
模式四 0.3183 0.3173 0.3139 0.3166 0.3153 0.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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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鄰近插補法之結果

最鄰近插補法是根據人口變項的距離來對遺漏資料進行插補，在執

行的過程中，必須先找出「最鄰近」者，考量所使用之變項類型，本研

究採用混合型距離公式。

同樣依據前述原則，在不同的拒答比例下先製造出拒答資料，再將

每一筆包含拒答的資料與所有完整資料的人口變項依照混合型距離公式

一一求出距離，找出最小值後，再以該筆完整資料之回答來作為插補的

依據。我們利用統計軟體R來執行此過程，每一種拒答比率的模擬次數

皆為500次，平均正確率及標準差列於表6。

表6　最鄰近插補法之平均正確率比較

拒答比例 5% 10% 15% 20% 25% 30%

平均正確率 0.4690 0.4673 0.4542 0.4532 0.4508 0.4480
標準差 0.0445 0.0315 0.0320 0.0231 0.0201 0.0188

與前面的插補結果比較可知，最鄰近插補法的正確率是各種插補法

中最高的；無論拒答率高低，插補後之平均正確率均達45%以上；同時

正確率隨著拒答率的增加有略微下降的趨勢。如此的結果其實是合理

的，因為最鄰近插補法主要依據拒答資料與有完整回答資料在人口變項

上的距離，找出距離最小者之後，再利用該筆資料的回答來進行插補。

可以想見的是，當可比較的資料變少，人口變項相似的資料愈不容易找

到，而使得正確率下降。標準差亦隨著拒答率的上升而略為降低，其原

因應該也如多重插補法與計算正確率時分母的變化有關。

雖然最鄰近插補法的正確率較高，但是此方法所需要的分析時間亦

最多，在執行上相當耗時，研究者宜考量需求來決定較適用之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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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適合度指標CR與CS的部分，由於最鄰近插補法是以黃金標準中最

鄰近者的回答類型來插補，所以絕對符合葛特曼量表條件之要求，因此

CR = CS = 1。

六、結論與討論

社會科學研究者常依據經驗法則對遺漏資料進行插補，而鮮有採用

統計模型予以檢證者。本研究利用大型學術調查中，符合葛特曼量表之

「親密行為容許度」量表資料，利用簡易插補、多重插補與最鄰近插補

法來插補拒答資料，並透過插補後的「正確率」進行評比。由分析及模

擬結果可知，最鄰近插補法的正確率最高，多重插補法模式一的正確率

次之。雖然各類插補法均可有效改善「拒答」的情況，不過插補後僅多

出三至四成有效資料的成效可能令人質疑，但由於本文採取的是嚴格的

正確率定義，必須四題都插補正確才算是成功的插補，若考慮逐題計

算，亦即允許部分插補正確的方式來計算，則正確率會隨之提高。5

「正確率」的定義方式亦反映出葛特曼量表之限制，由於其完美量

表的假設較為強烈，必須符合難易層級之要求，因此本研究針對完美的

葛特曼量表之下的拒答進行插補時，此一條件假設必須先行設定。然而

實證資料通常無法完全滿足此一條件，後續研究或可嘗試將假設放寬，

改用其他量表的模式來進行探討。學者指出葛特曼量表的假設在當代測

驗應用上可以由項目反應理論（IRT）模型所取代，然而IRT未必能夠完

全反應插補後題目間的難易度的層次關係，以此筆資料而言，符合葛特

5 若採取部分正確原則來計算正確率，則使用容許方式插補正確率約為0.42；以不

容許方式插補正確率約為0.57；使用多數回答及少數回答的方式插補正確率約分別

為0.67與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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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量表模型的回答反應類型高達98%，因此利用葛特曼量表的特性來插

補此筆資料應十分合理。但是不可否認地，IRT模型仍可作為另一種模

型配置的考量。

實務上，對資料進行插補只是分析過程的步驟之一，若耗費過多成

本來處理對研究者來說可能是一大負擔。就本研究而言，最鄰近插補與

多重插補法雖然因為使用變項較多而可得到較高的正確率，但是插補花

費的時間也最多；相反地，以簡易插補法的「不容許」或「多數回答」

來進行插補，所求得的正確率並不差，但是時間上卻較為經濟。因此若

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而資料符合葛特曼量表之特性，且研究者易受限

於沒有太多的共變項或有預測力較強的輔助變項來進行插補時，簡易插

補法不失為值得考慮的選擇。

目前社會學研究對於遺漏資料的處理，多半以較複雜的多重插補或

其他運用多個輔助變項的插補方法（例如迴歸插補或熱卡插補）來進行 

（如呂玉瑕 2006, 2009；吳明燁、周玉慧 2009；蔡明璋 2004; Cubbin 

and Klepinger 2007; Frederick and Hauser 2008），因為簡易插補法的應用

並無理論依據，而平均數插補法則有變異量被低估的問題（陳信木、林

佳瑩 1997）。以將無反應隨機歸類的簡易插補法而言，本研究提供了統

計分析之依據，證明在葛特曼量表的條件下，以簡易插補法處理拒答的

可靠性並不低，對於不熟悉複雜插補方法或遺漏值甚低的社會科學研究

來說，不僅減輕了統計分析上的負荷，亦可作為資料處理策略的相關佐

證。

至於對其他類型之問卷量表形式的應用，例如常見的李氏量表

（Likert scale），可行性或許較低；不過相對而言，研究者在對李氏量

表進行插補時，由於其回答類型並無「黃金標準」或既定規則，因此在

處理拒答或其他無反應資料時可不受限制而使得彈性較大。從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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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角度來看，民眾的態度、意見與行為等等原會因個人與社會結構

之各類因素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因此既不受框架所侷限，亦無估算插補

正確性之需要，對於以隨機歸類的簡易插補法而言，反而有可能在不改

變資料分配的情況下成為合適的插補方法。此外，本研究處理的重點為

「拒答」，其他如「不知道」、「無意見」等項目無反應的性質與成因

有所不同，因此對不同類型的無反應與李氏量表進行插補能否達到相同

成效，均有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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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振東，現任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類別資料分

析、無母數統計及願付價格分析。

林定香，現任國立台北大學統計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心理計量、類

別資料、及潛在變項模式。目前主要研究類別資料中含有缺失資料的問

題。

李隆安，現為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暨調查專題研究中心合聘研

究員。曾任中華機率統計學會秘書長（2007-2009），調查研究主編

（2008-2009），臺灣癌症臨床合作組織統計師（1991-2004）。其研究

興趣包括（現住地）抽樣調查，混合分配相關研究，古全球變遷相關議

題，以及數據模型配適相關議題。

翁宏明，現任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博士後選人暨大同技術學院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講師，研究興趣包括質的研究法、量化分析、社會學研究方

法。目前研究透過社會變遷資料，進行長期追蹤分析。

左宗光，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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